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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 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而政府需求、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以及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则是影

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提升了东南亚研究在中国的地位,

促使东南亚研究以经济与政治 (包括安全)为重点领域。但是另一方面, 这三个因

素却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着学术贡献与政府需求、学术贡献与大众需求之

间的艰难平衡, 并有可能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将自身置于满足政府和大众短期

需求、损害长期能力建设的困境之中。因此, 本文认为需要从机制的角度来考虑

如何矫正中国东南亚研究中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关 键 词】　中国　东南亚研究　制度因素

ΞΞΞ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相互交往的历史渊源

颇深, 因此自然成为中国政府及学术界关注

的焦点。本文试图从制度的视角阐释中国的

东南亚研究①, 而不是对其进行综合的历史

考察②。

本文集中研究为何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会

被整体上的制度环境所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

何形成的, 未来这一制度环境将会如何继续

影响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 本文认

为,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受到三个因素的

深刻影响: 来自中国政府不断变化却又稳定

增长的需求; 中国和东南亚之间越来越深的

相互依赖 (这一点也部分或者间接地通过影

响政府需要来影响东南亚研究) ; 以及大众传

媒的兴起。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从机构设置的角度回

顾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历史; 第二部分将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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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历史考察, 可参见贺圣达:
《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就和展望》, 载《世界历史》2003 年
第2 期, 第102～ 112 页。比较的考察, 可参见王赓武:《新加
坡和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两种不同观点》, 载《南洋问题
研究》2004 年第2 期, 第1～ 15 页。

制度的视角是指学术界和社会的制度模式很大程度
上深刻地影响着寻求知识的过程。从制度的角度理解追寻
知识的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知识的社会学”。See Karl
M annheim , Id eology and U top ia: A n In trod uction to the

S ociology of K now led g e,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 ondon, 1956; M ax Scheler, P roblem s of a S ociology of

K now led g e, M anfred S. F rings trans. ,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 ondon, 1980. 与以上文献不同的是, 本文
强调: 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 也有普遍真理, 因为笔者同意
Popper 的看法, 认为知识的累计在长期来看是自我修正的
过 程。 See Karl Popper, O bjective K now led g e: A n

E volu tionary A pp roach ,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 ondon, 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为2006 年1 月笔者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和新

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国际会议“Southeast
A sian Studies in Ch ina: Challenges and P ro spects”上发表
的英文会议论文, 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毛悦译
成中文, 特此感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战略与防御研究所高级访问学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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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建国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

并突出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 第三部分将此

与前文提到的三个因素联系起来; 第四部分

着眼于研究的前景, 讨论如何通过改变制度

来改善未来的研究状况。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机构设置

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 当今中国的东

南亚研究包括三种显性或隐性的分工。

第一种分工 (显性)是附属于高校的研究

机构和附属于中央或地方的社会科学院的研

究机构之间的分工 (见表1)。高校研究机构的

主要职责是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员, 这主要

是通过研究生教育得以实现。而社会科学院

的研究机构或多或少带有思想库的性质, 培

养研究人员的任务相对较轻, 因而研究生教

育项目较少。因此, 尽管近年来高校提供了优

厚的待遇, 开始从思想库吸引学者 (尤其是在

北京和上海两地) ,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研究生的流向大部分还是单向地从高校流向

各级社科院的研究机构。

表1　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学术机构①

机构名称 地　点 成立年份 研究人员人数 期　刊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1959 27 无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1960 25 《东南亚研究》, 双月刊

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所 广州 1981 9 无

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 昆明 1981 16 《东南亚》, 季刊

福建社科院华人华侨研究所 福州 1983 7 《华侨华人与侨务》, 季刊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北京 1988 12 《当代亚太》, 月刊

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 南宁 1989③ 21
《东南亚纵横》 (原名《印度支
那》) , 月刊

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上海 1990 12 无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2000② 20
《南洋问题研究》, 季刊
《南洋问题译丛》, 季刊

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北京④ 2002 不详 《北大亚太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
和太平洋研究所

北京 2002 不详 《现代国际关系》, 月刊

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 郑州 不详 不详 无

　　注: ①所有资料来自各研究机构网站。尽管最初各研究机构有显要的或潜在的研究专长领域, 但目前几乎所有机构都朝

着全面发展和跨学科的方向发展。

②该中心1956 年建立时名为南洋研究院, 主要致力于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

③该中心1979 年成立时名为印度支那研究所。

④该中心是北京大学内部跨系项目, 主要资源来自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和东语系。

　　第一种分工也导致了第二种分工 (隐

性)。社科院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和

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而高校的研究机构

在其中只起辅助作用。在撰写重要的政策建

议时, 尽管社科院的学者会向高校的学者征

求意见, 但最终成果通常由前者起草完成。

第三种分工 (显性)存在于决策中心所在

地——北京和上海——的研究机构与地方研

究机构之间。决策中心的研究机构几乎是单

一地为中央政府服务, 而地方的研究机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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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地方政府服务。这样的分工使前者更

容易接触到国家决策。同时, 尽管地方研究机

构有责任向地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但其另

一个重要作用则是支持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

的游说①。不同的分工在地方和中央的研究

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 即尽管两

者间并无正式的等级关系, 但后者必须尊重

前者, 以确保地方研究机构在中央申请课题

项目时, 中央的研究机构至少不会过多地发

表反对意见。这已成为双方的一种默契。

在理解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机制时, 需要

考虑到上述三种分工方式。

中国东南亚研究发展过程中的

三个制度性因素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及通常意义上的地

区研究)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建国以来

政府不断变化但稳定增长的需求; 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和东南亚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 90

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

(一) 政府需求: 不断变化但稳定增长

长期以来, 影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及其

国际ö地区研究)最关键的制度性因素是政府

不断变化但稳定增长的需求, 尤其是在制定

对外政策方面的需求。

建国之初,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

局牢牢地把握着制定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在

这种背景下, 学术界 (包括思想库) 几乎没有

机会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当时, 主要是

由政府部门 (如外交部、军方以及情报部门

等) 负责了解、研究东南亚国家 (以及其他国

家)。

因此, 尽管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一些从事

东南亚研究的机构成立时, 中央政府已经认

识到必须将外部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进行

研究, 但是这些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培养

学生, 政府对其直接需求非常少。

中国的第一代东南亚研究学者能够根据

个人的兴趣进行学术研究, 而无须满足政府

的需要, 原因之一也就在于政府对其并无太

多的直接需求。因此, 这一阶段发表的学术成

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海外华人华侨研究

以及东南亚的历史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 中

国的东南亚研究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

改革开放的推行, 不仅标志着意识形态

完全统治外交政策时代的结束, 也标志着中

国决策机制至少在两方面逐渐非集中化。

一方面, 中国决策过程的风格与现代国

家越来越接近。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 政府开

始自觉地向各种团体征求意见, 其中包括学

术界、思想库以及已退休的高官等。究其原

因, 不仅是因为政府意识到学术界可以向决

策过程提供建设性意见, 还因为政府认识到

或者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 政府机构自身并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经常化、广泛化

和深入化, 中国的利益也逐渐扩展到世界每

个角落, 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断产生。在这种

情况下, 政府机构不可能独自承担了解如此

多样的世界各国的任务, 其中的一部分必须

由包括思想库在内的学术界来分担。这一发

展促成了政府与学术界之间新关系的形成。

尽管政府拥有最终决策权, 学术界影响力的

实现依赖于政府, 但学术界在决策过程中获

得了真正的发言权。

另一方面, 尽管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权

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但是地方政府

(尤其是省一级的政府)也必须研究一些紧迫

的问题。这些问题带有越来越多国际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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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这并不是否认其中一些地方的政策建议会
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 并形成国家政策。《昆明倡议》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该协议最初由云南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云南
社科院提出, 但随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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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如边境贸易、边境控制、人口贩卖和毒

品走私等。正如阿什 (A sh)指出的, 中国各地

区已经与外部世界发展了广泛而有差异的

(经济) 联系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

些问题, 这些问题与地方政府关系更加密切,

需要政府及时的关注。而这些问题中的大部

分都不太可能得到中央政府的优先考虑, 有

些甚至根本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

况下, 对外部世界所知有限、缺乏有效途径了

解世界的地方政府, 很自然地会求助于地方

研究机构。

因此, 除了将中央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

机构之间的隐性分工进一步机制化以外, 决

策权从中央到地方的扩散也极大地影响了中

国东南亚研究的整体发展。随着地方政府需

求的增多, 地方研究机构的学者现在不仅能

够获得更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 而且还得到

了地方政府更多的重视。

决策过程非集中化的这两个表现, 以及

中国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外部世界日益紧密

的交往, 使政府越来越依赖学术界贡献的可

行性政策建议。这种日益增加的需要, 加之中

国经济的发展, 最终使东南亚研究 (及通常意

义上的地区研究) 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

科②。

(二) 中国与东南亚: 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中国

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

开放以来,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广泛深入, 双方在

经济、政治 (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以

及文化领域的联系日趋紧密, 因而中国政府

全面了解东南亚各国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这

无疑对推动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地位的提升起

到了关键作用。

这一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对

东南亚国家整体发展进程的了解, 如新加

坡③、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近

年来, 东盟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依存度以

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进一步激发

了中国了解东南亚国家经济形势的需求。

其次是对有关东南亚国家建设现代化的

经验教训的了解, 尤其是在 1997 年亚洲金融

危机期间国内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从

事东南亚研究的中国学者以及其他精英认

为, 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历史文化以及

国情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实现现代化的

过程中, 又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 因此研究

总结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十分有

益, 尤其是要确保在通往现代国家的征途中

社会秩序的稳定, 避免出现发生在一些东南

亚国家 (例如菲律宾)的社会动荡。事实上, 理

解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只是中国精英

试图探索如何在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同时努

力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的一部分。

再次是要理解“东盟方式”, 也就是东盟

国家的外交和安全行为模式。尽管中国最初

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时并不十分积极, 但是在

1994 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对话国后已逐

渐成为该论坛和“东盟方式”热忱的支持者。

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十

分关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构建④。同时, 中

国也对东盟国家与美国之间逐步发展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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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ee Am itav A charya, Constructing a S ecu rity
Comm unity in S ou theast A sia, Routledge, L ondon, 2001.

在东南亚国家中, 新加坡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
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东亚的奇迹, 新加坡这个以华
裔为主要民族的国家的经历为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带来
了灵感和期望: 如果新加坡能成功, 为什么我们不能? 从以
新加坡为题材的论文的数量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新加坡是中国东南亚学者研究兴趣最大的国家 (见表3)。

唐世平等:《中国的地区研究: 成就、差距和期待》,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11 期, 第7～ 15 页。

Robert S. A sh,“Ch ina’s Regional Econom ies and
the A sian Region: Building In terdependent L inkages”, in
D avid Sham baugh, ed. , P ow er S h if t: Ch ina and A sia’s
N ew Dy nam ics, U niversity of Califo rn ia P ress, Berkely,
2005, pp. 96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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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特别关注。此外,“10+ 3”、亚欧会议、亚

太经合组织以及东亚峰会的启动也进一步增

加了中国政府了解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需要。

(三)大众传媒: 需求不断增加

各种学术期刊的出现标志着东南亚研究

已成为一个学科。通过这些期刊, 东南亚研究

的学术成果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 也逐

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①。

同时, 在 90 年代传媒业逐渐开放之后,

公众也越来越渴望了解外部世界, 特别是有

一定教育程度的公众及社会精英。中国的公

众和社会精英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程度可能要

超过对其他国家国内事务的关注② (见表2)。

在报纸、杂志以及有关国际时事的广播电视

节目中, 关于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 和其他

国际热点问题的新闻评论随处可见, 其中有

关东南亚国家的新闻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因此, 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 对学者通过媒体

进行时事评论的需求也逐渐上升。可以说, 东

南亚研究与其他地区研究一样, 进入了一个

新时代, 不仅服务于国家利益, 同时还要满足

大众的消费需求。

表2　关注国际时事的主要媒体

名　称 每期发行量

以国际时事为惟一内容的报纸

以国际时事为惟一内容的杂志

以国际时事为惟一内容的电视节目

《参考消息》 200 万份以上

《环球时报》 100 万份以上

《国际先驱导报》 20 万份以上

《世界知识》 14 万份

《环球》 25 万份

《国际观察》,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以国际时事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 《今日话题》, 中央电视台英文国际频道

　　笔者认为, 这一现象对东南亚研究以及

国际问题研究有利有弊。一方面, 传媒业的兴

起有利于扩大东南亚研究以及各种国际问题

研究的影响范围, 为公众了解国际事务及接

受相关的教育提供了更好的途径。同时, 也为

学者 (尤其是青年学者)提供了更多的媒体曝

光机会, 使其有机会成为公众所熟知的人物。

但另一方面, 大众传媒需求的不断增加, 意味

着做一名严肃的学者不再是谋生和出名的惟

一途径。对于一些较年轻的学者来说, 做媒体

明星比在学术界获得地位更容易, 也更有利

可图③: 如果能够通过频繁“上镜”名利双收,

为什么还要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从事清贫艰苦

的工作呢?在这个意义上, 学术界的道德基础

会被整个社会愈来愈甚的物质化所侵蚀。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

上述三个最基本的制度化因素深刻地影

响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学科发展。一方面, 这

些因素使东南亚研究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

注, 但另一方面, 对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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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 W ang Gungw u, “L oving the A ncien t in
Ch ina”, in E lizabeth M cB rady, ed. , W ho R u les the P ast,
O xfo rd U niversity, M elbourne, 1985, pp. 1752195.

这可能与几个世纪以来遭受的耻辱有关。除中国
之外, 多数国家都不会有三种主要的报纸只关注国际时事。
《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都有稳定甚至
稳步增加的读者群。

本文所指的期刊ö刊物指研究型期刊, 其读者是专
业的研究人员, 而杂志的读者是一般大众。这样, 学者在杂
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能被认为是研究成果, 只有在期刊ö刊
物上发表的文章才可被视为研究成果。不过, 迄今为止, 中
国只有顶尖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才逐渐采取这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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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这三个因素也有一定的责任。

(一)积极方面

首先, 上述三个因素对东南亚研究成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一个繁荣的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这一点从中国发表的关于东南亚

的论文数量就可见一斑 (见表3)。90 年代, 有

100 多部关于东南亚研究的著作出版, 这比

过去 40 年的总和还要多 (见表 4) , 尽管其中

部分原因是由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

生。从目前来看, 中国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兴

趣日益浓厚, 著作出版的数量没有任何减少

的迹象: 如果以 2000～ 2004 年间出版的著作

数量推断, 在本世纪的最初 10 年将会有至少

120 部以上的著作出版。

表3　中国研究东南亚各国的论文数量统计 (1994～ 2004)

国　家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文莱

论文数 (篇) 740 561 211 198 174 153 140 76 45 22

　　资料来源: 中国期刊网。

表4　中国出版的关于东南亚的

主要著作 (1958～ 2004)

时期 80 年代以前 80 年代 90 年代 2000～ 2004 年

著作数量(部) 11 24 115 43

　　注: 此处的著作指独著、合著以及编辑的著作。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索引。

其次, 来自政府的强大需求, 加之公众需

要的日益扩大, 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中国东南

亚研究的重点。中国第一代东南亚研究的学

者大多侧重于历史文化研究, 几乎与决策无

关。而改革开放以来, 学术界开始密切关注那

些对政府和公众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和

问题。鉴于目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满足政府日益增长的需要, 这样的

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

表5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各类文章的比例 (1994～ 2004 年) (单位: % )

经　济 历　史 政治和国际关系 海外华人研究 社会文化

《南洋问题研究》 44. 9 16. 8 1310 22. 3 2. 9

《东南亚研究》 3310 4. 4 41. 3 13. 7 7. 4

总　量 37. 8 9. 4 3010 17. 2 5. 6

　　资料来源: 中国期刊网。

　　目前,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以经济、政治

(包括安全)问题为主。通过对已发表论文数

量的统计, 这一点清晰可见。以中国东南亚研

究的两种主要期刊——《南洋问题研究》和

《东南亚研究》为例, 在 1994～ 2004 年间, 这

两种刊物发表的关于经济和政治 (包括安全)

问题的论文占总数的 70% 左右, 而且这一趋

势在短期之内将继续保持 (见表 5 以及图 1A

和图1B )。实际上, 在华人华侨这一中国东南

亚研究的传统领域中, 情况也大致如此。在

1985～ 1995 年间, 历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在华

人华侨研究中位居第二, 但到了 1995～ 2003

年间, 已经滑落至第九位, 而对海外华人经济

的研究则稳居榜首①。

8

当代亚太　　2006 年第4 期政治·安全·外交

① 徐云:《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载
《暨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1 期,
第115～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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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南洋问题研究》发表的论文 (1994～ 2004)

图1B　《东南亚研究》发表的论文 (1994～ 2004)

　　 (二)消极方面

国际问题研究 (包括地区研究和东南亚

研究在内) 的不景气常常被归咎于学术界和

学者自身, 即“学术文化”①。本文认为, 这样

的解释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事实上, 制度

性因素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 因为制度不仅通过提供直接需要影

响追求知识的过程, 而且通过影响个人对不

同类型的知识的价值判断间接影响追求知识

的过程②。

1. 学术和政府之间艰难的平衡

首先是维持学术贡献与政府需求之间的

平衡。改革开放以来, 学术界 (包括中国东南

亚研究界)无疑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在追寻

知识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料, 这对学

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这也随之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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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显然, 经济学家对于制度结构对知识寻求过程的
影响有更好的理解。参见Douglass C. N o rth, Institu tions,
Institu tiona l Chang e and E conom ic P erf orm ance,
Cam bridge U niversity P ress, Cam bridge, 1990, p. 70;
Gary S. Becker, T he E conom ic A pp roach to H um an

B ehav ior, U niversity of Ch icago P ress, Ch icago, 1976, p.
11.

很多中国学者从这一角度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
缺陷进行了研究。参见庞中英:《关于国际研究在中国的三个
典型问题》, 载《欧洲》2000 年第 6 期, 第36～ 41 页; 苏长和:
《中国国际关系学: 问题与研究方向》,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 年第1 期, 第72～ 75 页。据笔者所知, 惟一带有制度分析
性质的研究是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
题》,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5 期, 第70～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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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 学术界如何能够在满足政府需求

和坚持自身学术兴趣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的学术兴趣通

常与政府需求是一致的, 但是在东南亚研究

以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 政府的兴趣与学者

的兴趣往往不同, 甚至会有冲突, 因为政府关

注的不是学术贡献, 而是清晰实用的政策建

议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 学者们经常不得不

面对一种窘境: 他们自身可能更倾向于相对

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但是他们的学术影响力

与科研条件却依靠政府的认同与支持。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 许多学者会更愿

意以满足政府的直接需要为己任, 一些研究

所也倾向于政策研究, 而对长期的基础性研

究有所忽视。实际上, 这种趋势的后果非常严

重, 一些思想库性质的研究机构的学者已经

没有发表学术成果的需要, 因为他们的前途

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对其提出的政策建议的

评价。即便是许多所谓的学术论文, 也更像是

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尽管事实上政府的决策

者只会阅读这些政策建议中的一小部分, 而

大部分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机会被政府采

纳。不仅如此,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政府的需

求导向还在具体学科内部产生许多盲点。一

些学术问题因为不受政府的重视几乎得不到

资助, 而大多数学者也不愿研究这些资助较

少的课题①。

这就令人质疑: 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 如

果缺乏深厚的学术积淀, 那么他们提出的一

些政策建议还会是合理正确的吗? 即使这些

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似乎是可行的, 但其长

期影响又如何呢?从根本上说, 这种只研究与

国家短期利益有关的问题的短视行为将会损

害学术界长期为政府提供合理政策建议的能

力②。

2. 学术与媒体之间艰难的平衡

其次是维持学术贡献与公众需求之间的

平衡。在大众传媒时代, 为报刊撰稿或在电视

台出镜比写学术论文更加有利可图, 因为大

众媒体比学术期刊的报酬丰厚③。在这样的

环境下, 某些学者认为为报刊撰稿比写学术

论文更合“情理”。

这一点几乎反映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各个

领域, 其中也包括东南亚研究领域。例如, 在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中, 在 1995～ 2003 年间,

学术论文的比重在所有学术期刊和杂志出版

物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 非学术成果 (大部

分是评论) 的比重则逐年上升, 2003 年学术

论文所占比率为64% , 为1995 年以来的最低

点④。

更糟糕的是, 在媒体的诱惑下, 许多学者

(可能大多为青年学者) 敢于评论任何问

题⑤。知名学者王缉思对此感慨到,“对圈外

人和老百姓来说, 很难判断哪本书是为迎合

大众的口味, 为盈利而做的, 哪本书是学术成

果。”⑥

媒体兴起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 由于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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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W ang J isi, “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Ch ina Today: A ch ievem ents, T rends and Conclusions”, in
In terna tiona l R ela tions S tud ies in Ch ina, T he Fo rd
Foundation, Beijing, pp. 19240;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
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71 页。虽然笔者并不反对学者关
心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 但是学者和公众最主要的区
别就是前者应当评论他相信自己了解的事情。See F riedrich
A. H ayek, T he Constitu tion of L iberty , U niversity of
Ch icago P ress, Ch icago, 1960, pp. 25226.

例如, 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青年学者甚至在中央
电视台讨论雅典奥运会是否能盈利。

参见徐云:《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实际上, 学术期刊现在已开始取消给作者的稿费。
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一致, 学者们必须为学识而不是金
钱来写作。

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恶化。缺乏以有深度的学术研
究为基础, 一些政策建议只是证明了政府决策的正确。

这样的情况反映了个人将会根据对其努力的回报
的预期来分配时间、资源和才智。才智分配理论实际来源于
这一论断: 制度不仅为知识提供直接需求, 还决定了何种知
识 技 能 能 够 得 到 回 报。 参 见 W illiam J. Baumo l,
“ Entrep reneursh ip: P roductive, U np roductive, and
D estructive”, J ou rna l of P olitica l E conomy , V o l. 98, N o.
5, O ct. 1990, pp. 893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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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常只关注所谓的“热点问题”, 并且能够

提供丰厚的报酬, 所以许多研究人员热衷于

研究这些问题, 并逐渐成为“焦点”人物, 而那

些从事长期的基础性研究的学者则日益被边

缘化①。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成为“通

才”, 他们从事长期的、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时

间大为缩减, 对某个具体领域持续的、系统性

的研究也相当缺乏。因此, 在一些重要的研究

机构, 要找到对某个国家有深厚的历史、语言

和文化素养的专家越来越难, 而目前许多学

术成果流于肤浅、缺乏深度也就不足为奇。

将才智和资源过度地集中于一些“热点

问题”的做法不仅是对人才和资源的浪费, 而

且在根本上削弱了学术积累的基础——多样

性。所以,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

究整体上缺乏多样性的深度研究, 最终甚至

会无法满足政府逐渐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从这种意义上讲, 大众媒体不断增长的

需求正在成为构建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的障

碍。这种需求不仅挤掉了学者从事学术研究

的时间, 而且减少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尽管

学者们现在能够得到更多媒体的关注, 生活

水平也得到提高, 但是他们对人类知识事业

的贡献及对社会的贡献其实可能有所减少。

随着中国日益全球化, 政府和公众的需

求必然会继续增加和更加多样化, 中国东南

亚研究界 (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界)如果只关注

少数热点问题, 就将陷入为满足短期需求而

损害长期能力建设的危险之中。

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东南亚研究形成的过程中, 制度

性因素发挥了显著作用, 但这并不等于否认

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 制度性因素经

常与历史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 形成追寻知

识的过程。

长期以来,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依赖于第

一代学者, 其中大部分人是归国华侨或是其

学生。这些学者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打下了

最初的基础, 并为东南亚研究成为一门学科

做出了不懈的贡献。他们取得成就最关键的

原因是: 这些学者有在研究对象国长期工作

学习的经历, 其中大部分人懂得研究对象国

的语言。

然而, 长期的相对隔绝以及十年浩劫消

磨了第一代东南亚研究学者的大部分时间。

改革开放后, 中国不得不培养并依靠新一代

的学者维持东南亚研究这一学科。

首先, 语言问题对年轻一代学者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一方面, 在当今以英语为主的学

术界, 仅仅掌握一门东南亚国家语言显然无

法满足要求, 学者们不得不掌握英语以求发

展, 这就意味着, 有抱负的东南亚研究者必须

学习两门以上的外语。另一方面, 尽管少数中

国高校一直专门招收学习使用范围有限的小

语种语言的学生, 其中包括大多数东南亚国

家的语言, 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条件有限, 中

国无法提供足够的小语种的集中培训。所以

即使有学生愿意学习东南亚语言, 也只有其

中少数人能够获得这种机会。因此, 新一代的

中国学者中很少有人能够熟练掌握东南亚国

家的语言, 既懂得当地语言又精通英语的学

者就更少了。多数学者只能依赖二手资料 (如

翻译成中文或英语的文献)进行研究, 而很少

引用东南亚国家当地语言写成的原始资料。

其次, 由于中国没有能力提供充足的物

质条件, 以满足大量的课题进行长期广泛的

实地考察 (以及广义上的学术研究) 的需要,

加之多数学者不懂东南亚当地的语言, 所以

中国学者十分缺乏研究对象国生活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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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 过度集中于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也与政府的
需求有关。政府更关注紧迫的热点问题, 因此研究这些问题
更易于得到政府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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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因而, 即使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著作层出

不穷, 但是建立在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

成果却仍然十分缺乏。

最后, 文化因素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东

南亚研究和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形成。在相当

长时期内, 中国社会科学中惟一值得尊敬的

学科是史学。然而, 随着“科学思想”在中国

被广泛的接受, 仅仅研究历史不再合宜。中国

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转移到实证主义: 不仅

要了解史实, 更重要的是了解史实背后的内

容。但是, 中国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培养远

不足以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加科学化, 因为大

批刚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在进行社会科学研

究方面受到的训练非常有限, 其中大多数人

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只适于研究历史。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前景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的逐渐深入,

加之东盟也是中国整体地区战略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①, 可以预见中国在东盟的利益会不

断上升, 至少会维持现有水平。因此, 整体上

看, 未来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将会继续兴盛。鉴

于中国政府的巨大需要, 经济和政治 (包括安

全) 问题的研究将占据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首

要位置。同时, 历史研究会继续减弱, 与此类

似, 关于海外华人华侨及其与东南亚国家的

互动的研究也将居于次要位置。

很大程度上由于前文提及的制度性因

素,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不断发展中将会面

临一些问题。如上所述, 制度化安排影响着知

识和技能的习得过程的方向, 如果这一论断

正确的话, 本文认为需要从机制的角度来考

虑如何矫正中国东南亚研究中的问题。

首先, 尽管东南亚研究能够也应该致力

于维持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但是东南亚

研究首先必须寻求学术贡献与国家当前需要

之间的平衡。

其次, 尽管对青年学者来说, 要在国内学

术界得到认可, 掌握英语以及在西方接受研

究生教育的经历非常必要, 但还是必须承认,

要理解我们研究的区域, 只懂得英语, 只能用

二手的资料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 那些

努力掌握两门外语的学者应该受到更多的鼓

励, 这样他们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

和另一门外语。也就是说, 除非个人期待着自

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 否则他们不会付出

时间、资源和才智完成某项任务。如果目前主

要依靠英语资料进行研究的趋势继续发展的

话, 那将会使我们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西方

的观点。

因此, 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 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应该联合启动

一个项目, 支持有抱负的学者在研究对象国

接受必要的语言训练, 获得当地的生活经历。

资金是重要的, 我们必须向有志于不辞辛苦

学习第二外语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加

深其对本地区的理解。

第二, 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应该联合建立

一个项目鼓励和支持双方的学者研究对方国

家。这种研究应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进

行较长时间的研究②。即使中国和东南亚国

家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直接沟通了, 但如

果没有这样的项目, 恐怕双方只能继续依赖

第三方来进行知识交流。在这方面, 资金可能

并不是问题, 需要的是政治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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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到目前为止, 此类研究项目只有福特基金会发起
的“亚洲人研究亚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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